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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易代的特殊历史境遇中，明末大儒王船山提出诗以达情论，凸显出鲜明的学理、济世及诗道

等方面的理论特质。学理特质方面，以情论诗是船山儒学性情论在诗学领域的运用和延伸，其诗情与

其儒学性情有逻辑同构之处，亦体现了儒学在其诗论中的展开与投射。济世特质方面，其诗情关涉诗

教，与世运、国运及世风人心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价值理性色彩，他期以正诗中之情来匡正世风、

影响人心，体现了他强烈的现实关怀。诗道特质方面，船山重诗情，亦是其发明诗道之悟的表达，在

易代的特殊生命体验中，船山有强烈的情感诉求，且其毕生不废吟咏，在诗艺上已臻化境，故而其诗

以达情论亦是其情感创伤转化为对诗学体认的呈现。诗以达情论既丰富了儒学文艺观的内涵，也折射

出特殊时代对文学乃至文化发展的激发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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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以情为诗之本体，这已为学界公认，

如黄保真等认为船山所说的“诗道”乃是一个以

“情”为中心、呈辐射式结构的理论系统[1](178)。

诗以达情作为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充分彰显出

船山作为理学家的思维方式、儒家学者的社会关

怀及易代遗民的诗道之悟，其内涵深广、托旨   

甚大。 

“诗缘情”定型于六朝，在不同时代及不同

群体当中，出于不同的诗论思路或诗学诉求，诗

情的内涵呈现出多义性。宋以前，阐释诗情的方

向有两种，即汉以《毛诗大序》为代表的伦理之

情，魏晋六朝以陆机、钟嵘等为代表的个体自然

之情。宋以后，哲学领域对“情”有诸多研究与

阐释，诗论领域的诗情说也得以丰富与完善。理

学家及理学修养较深的文学家论诗多注重“节

情”，强调个体人格涵养与诗歌情志的内在关联，

如朱熹、陈献章、王廷相等。至明代中后期，建

立在阳明学“心即理”价值基础之上的诗论则以

“任情”为主，强调个体自然情感的真实与纯粹，

如李贽、袁宏道等。 

明国难降临后，作为明末遗民、清初大儒，

王船山在亲历明末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及国破家

亡之后，提出诗以达情论，自有其特殊的意义赋

予，它既不完全符契于理学家的“节情”，也与

晚明以来的“任情”有着内涵与境界的不同。长

期以来，对王船山的诗论研究，尤其对其诗情的

解读，多强调审美意义①
。此种阐释路径一方面

易将审美与政教对立，忽视儒家诗论在历史流变

中内涵不断丰富的事实；另一方面忽略了船山的

儒者学术旨趣，使其理论特质得不到较为完整的

揭示。鉴于此，本文试图以船山如何建构诗以达

情为核心议题，结合其儒学思想及文化关怀，兼

顾时代与个人体验，揭示其诗学思想中独特的思

维方式、浓厚的文化使命、强烈的情感诉求及其

诗情所具有的文学乃至文化价值，使船山的诗学

研究更深入也更契合船山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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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学性情观：诗以达情的 
学理特质 

 

船山的诗以达情即达性之情。性情原是儒家

思想的重要理论之一，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它主

要为哲学范畴。传世文献中，《诗大序》首次将

性情应用于儒家诗论。至南朝发展成为以个体情

感和审美体验为内涵的性情说，完成了从哲学领

域向诗学领域的转变，并逐渐从儒家诗论拓展为

普遍的诗论共识。而后，宋代理学家对性情做了

充分阐发，性情从此成为儒学家和文学家通用的

重要诗学术语。明人以性情说诗极为常见，但不

同身份的言说者，其性情内涵有所不同。船山以

接续理学为其学术旨趣，其诗论的性情说与明代

理学家以性情论诗有一脉相承之处。他作为理学

文论家，其诗论多有体道哲学的思维路径，在诗

情体系的建构中，其儒学性情说为其诗情论建立

了学理根柢，体现出天地万物为一气化生的哲学

精神。他作为理学文论家，在诗情体系的建构中，

以儒学性情说为学理根柢，呈现出体道哲学的思

维特征。 

(一) 诗学之情与哲学之情的逻辑同构 

船山身兼哲学家与文论家，其哲学和诗学对

“情”均有较多论述，参照两处论述，不难看出

其哲学思维和诗学思维在逻辑上的同构性。 

哲学上，船山论情的生成稍异于宋儒。宋儒

认为心统性情，心之体为性，心之发用为情，或

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性情一于心。船山虽也认

为已发为情，但他重在强调情与性均源于太虚之

阴阳，情之生并非性之感物而动。其言：“情元

是变合之几，性只是一阴一阳之实。……性自行

于情之中，而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动则

化而为情也。”[2](1068)又说：“变合之几，成喜怒

哀乐之发而为情。”[2](1071)与宋儒相比，船山讨论

情时弱化了心体的意义，而强调阳变阴合之几，

更注重在天地大化的动态变化中讨论情感的生

成，将宋儒立足于心体来讨论情扩充到在天地宇

宙的变化中来论述情。关于情之生成过程，其言：

“情固是自家底情，然竟名之曰‘自家’，则必

不可。盖吾心之动几，与物相取，物欲之足相引

者，与吾之动几交，而情以生。然则情者，不纯

在外，不纯在内，或往或来，一来一往，吾之动

几与天地之动几相合而成者也。”[2](1069)情之产

生重在“几”，是吾心之几与物之几相取相引，

相互作用，非独在我、非独在物。此情感之生成

既不同于传统的感物生情论，亦稍异于理学家所

建立的“以情应物”的心物关系。前者强调人心

“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3](3327)，侧

重外物的感发作用；后者如“天下事虽万变，吾

所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4](237)，强调我心

廓然，物来则应。船山这种心物交合而生情的说

法既关注我心之动，又强调外物之感，破除了情

之生成的主客对立，消解了情感生成的主体性，

这种心物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维。 

思维方式本身具有某种独立性，在诗学中，

船山论诗情之生成也体现出同样的思维模式。在

《诗广传》中，其言“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

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

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

其物矣”[5](323)，他认为情的根源在阴阳之几，有

内情之生，外物必不可少。“言情则于往来动止、

缥缈有无之中，得灵响而执之有象”[6](736)，在诗

情生成中强调心物的往来互动。情景论是船山诗

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在情景关系中，他十分注重

二者的互生性，其言“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

而景生情，情生景”[7](814)，在诗情的生成中，心

物互生，情景互藏其宅。类似表述如“情景名为

二，而实不可离”[7](824)，“写景至处，但令与心

目不相暌离，则无穷之情正从此而生”[6](749)，重

情又重景，将情景作为二元主体来论诗情的生

成，强调情之生成不离内外。其宾主说亦强调心

物的融合，其言“若一情一景，彼疆此界，则宾

主杂沓”[8](1012)，消解了物我的主客对立，强调

情生于心物相合之中，与其在哲学上消解情之生

成的主体性说法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萧驰先生

曾谈到船山的宇宙生命与诗之生命是两个对应

的符号世界，并从话语“语法”的角度对此进行

了比较[9](72)，此亦证明了二者在逻辑上有某种同

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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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船山诗学中的节情论与其儒学工夫论

亦有逻辑上的同构之处。就心性论来看，同宋儒

一样，船山也肯定情之存在的合理性，但亦认为

“性善情恶”。“性善情恶”的观念在汉唐儒者当

中已有所体现。在宋代儒者当中，温和者如二程

强调要涵养人格于情之未发之前，“于喜怒哀乐

未发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10](201)；

极端者如邵康节，“情之溺人也，甚于水”[11](179)；

朱熹与陆九渊均有节情说。船山承祧宋儒，认为

情是道心之用，亦是性恶之源，故需存养、省察，

因此“节情”“治情”等在船山的道德修养中常

被提及。他认为性恶虽源于情，但“人苟无情，

则不能为恶，亦且不能为善”[2](1072)，道心唯微，

为善则非情不为功。因此为了为善去恶，他提出

“于不睹、不闻之中，存养其仁义礼智之德；迨

其发也，则若决江河，莫之能御，而天下之和自

致焉。此以性正情，以本生道，奉道心以御人心，

而人心自听命焉”[2](1145)。在情感未发时，辅以存

养工夫，待其发时，人心便听命于道心，情自然

得到调节，导向善之一面。当情感已发之时，“则

必于动几审之：有其欲而以义胜之，有其怠而以

敬胜之，于情治性，于人心存道心”[2](1146)。也就

是说，要注意情感最初发动之几，在此几上努力

做省察工夫，判断此情之善恶好坏，使性行情中，

情趋于善。可见，就心性论而言，船山在情的问

题上，同宋儒温和派一致，注重情之未发之前个

体的人格涵养，同时也注重对已发情感的省察。

在船山诗学中，类似这种“节情”的观念十分常

见。如《诗广传》之“导情论”言：“故唯一善

者，性也；可以为善者，情也”[5](332)；“情之不

可恃久矣。是以君子莫慎乎治情。”[5](342)强调情

之可善可不善，应当“审情之变”“慎乎治情”。

这种工夫论视域下的道德修养逻辑在诗情中的

运用，自是不言而喻的
②
。如“恶其迁性以就   

情”[5](327)，即离性则诗情不贞，恶情将起，这和

心性论中恶之生成论相同。又说：“审乎情，而

知贞与淫之相背，如冰与蝇之不同席也，辨之早

矣。”[5](328)这和情之存养、省察工夫如出一辙。

另外，有学者还谈到船山诗学中的“忍”亦是一

个从哲学心性之修养到诗学性情之调控的范  

畴[12]。可见船山诗学节情论的哲学修养论之基

础，这种节情观与晚明以来文论家的“任情”有

着本质的区别，体现了船山诗论的理学底色。 

(二) 哲学性情在其诗学性情中的展开 

除了逻辑上的同构外，船山的诗情亦有对哲

学性情的展开与延伸之处。 

其一，“性情”的内涵在其哲学与诗学中有

共通性。在船山的心性论中，情关涉道心与人心，

其功能在于显现道心。他说：“情便是人心，性

便是道心。”[2](1068)“惟性生情，情以显性，故人

心原以资道心之用。”[2](475)道心即性，性在船山

哲学中内涵复杂，其义有二：①人之本源之性  

(人之所以为人的常道)本于天道，可视为道德理。  

②具体的个体人性，人之本源之性随着形质不

同，所秉承的气和凝聚于气中的理随之不同，由

此形成了具体的个人之性。二者是“一本万殊”

的关系，人之本源之性是“一”，是道德原理；

个体之性是“万”，在实践中各有不同，且需“日

生而日成”[13](300)，即具体的个体人性需要后天   

习成。 

在诗学上，船山的诗以达情即达性之情，亦

即情以显性。其“性”既可以指源于天道的人之

本源之性，也可以指具体的个人之性。其言：“诗

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

事功、节义、礼乐、文章……桎梏人情，以掩性

之光辉。”[14](1440)诗言情，即言人性之情；诗情桎

梏，即人性得不到充分展现。同时，性中有天德、

王道等，此必由诗自身来表现，此处诗之性情当

与天道相通，指人的本源之性。船山还以诗情论

作者之品性，曰“言情诗极足觇人品度”[6](806)，

评简文帝“顾有艳字而无艳情”[6](793)，庾子山“性

正情深”[6](820)。此等论说均表明诗情与诗人品性

的关系，即以诗情来观诗人个体的人性。另外，

船山诗教的发挥亦落实于性情上。他说：“盖诗

之为教，相求于性情。”[6](677)此乃船山个体人性

需要“日生日成”的哲学理论在诗学中的展现。

船山诗学上的性情与其哲学上的性情在内涵上

有相通之处，诗中之性既可以为天道之性，也可

以为诗人个体的人性，而个体的人性需要后天习

成则是他的诗教观的理论基础。他将哲学性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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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到了诗学中，为其诗学建立了理论根柢。 

其二，船山的诗情与天道相通。在诗学中，

船山有导情论的主张，然诗情要如何导？船山

言：“性无不通，情无不顺，文无不章。白情以

其文。”[5](300)导情之法虽多，从根本而言，要性

通方可情顺，情顺即可文成。情生于性而达于文，

性通即可成文。如何才能性通呢？船山又说：

“而神顺于性，则莫之或言而若或言之，君子所

为以天道养人也。”[5](300)以天道养性，使阴阳变

合顺于性，可使情不滞塞，诗文可成。由此，从

天道到诗文便生成如此逻辑：以天道养人—神顺

于性—性通情顺—白情以其文。诗文达情，即达

人性之情，人性出于天，故而诗之性情亦出于天，

也即诗文所达之情，通过性这一中间环节，最终

与天道相通。此外，他还数次强调与道同情：“君

子匪无情，而与道同情。”[5](310)“君子之心，有

与天地同情者，……有与道同情者。”[5](310) 

可见船山在追溯诗情之源时，强调诗情与天

道的接洽，这与大多数理学家认为的性本于天相

同，如薛瑄认为“此心惟觉性天通”[15](1617)、湛

若水认为“人之性情即天地之性情”[16](619)。只

是理学家性情通于天道的思路未曾在诗学中很

好地展开，似胡居仁“诗有所自乎，本于天，根

于性”[17](39)、吕坤“天机自流，诗人之真味”[18](93)

这类说法不多。而船山将哲学性情延伸到诗学层

面，既为其诗情论建立了天道之论证，也使其诗

情观超越了传统的审美意义，具有较强的哲学色

彩，更有助于去掉传统儒家诗论的言志与政教 

标签。 

 

二、现实关怀：诗以达情的济世 
特质 

 

船山的诗情论原非对多数文论家之诗情观

的泛泛继承，其诗情基于现实思考，源于对明代

文学现状的批判与反思，而归于诗教的实现，有

着极为厚重的政治价值，体现着遗民士大夫的现

实关怀。 

其诗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晚明的经世思

潮并不同调，像黄宗羲“若只从大家之诗，章参

句炼，而不通经、史、百家，终于僻固而狭陋   

耳”[19](203)这类诗文不离经术的言论，在船山诗

论中不多见。相反，船山认为，“人胸中无丘壑，

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6](769)，

还说“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

训诂之学与焉也”[7](807)。他并未趋时顺俗，响应

复古风尚，而是在明代文学现状的基础上，经过

反思与批判后形成自己的诗论观。于船山而言，

以诗观政本质上即以诗情观政，其诗情关涉世

运、国运及世风人心
③
，反映治乱兴衰。在他看

来，明季诗风的率性任情或深幽孤峭，实在是士

习乖离、世教陵夷的表征。他反对骈俪弱靡的文

风：“崇祯间，齐梁风靡，骈俪为虚华。……数

十年之士风，每况而愈下；其相趋也，每下而愈

况。师媚其生徒，邻媚其豪右，士媚其守令，乃

至媚其胥隶，友媚其奔势走货之淫朋。”[20](122)他

认为，“隆、万之际，一变而愈之于弱靡，以语

录代古文，以填词为实讲，以杜撰为清新，以俚

语为调度，以挑撮为工巧。……吟舌娇涩，如鸲

鹆学语，古今来无此文字，遂以湮塞文人之心者

数十年”[7](849)，表达了他对晚明因诗风湮塞人心

的不满。他对明代诗派林立的现象尤为不悦，认

为一立门庭，便无性情，“才立一门庭，则但有

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7](831)。

他中年以后对竟陵派深恶痛绝，认为其诗情酸

俗，陈广宏先生指出这“有自己(船山)成长过程

中的切肤之感”[21](316)。陈先生还关注到竟陵派

在晚明党争事件上有严重的立场问题，而船山曾

指责竟陵派“生心害政，则上结兽行之宣城，以

毒清流；下传卖国之贵阳，以殄宗社”[6](617)，认

为竟陵派上结品行不端的汤宾尹，下育祸国之首

马士英，以致宗社丘墟。他对竟陵派的批判有很

大部分是根于政治立场，其现实关怀是显而易见

的。他以诗情征世运之几、国运之兆、人心之象，

无疑有着明代社会现实的针对性，是基于明季士

风乖戾之象、根于明末社会风气与明亡的经验事

实的，是一种对政治、世情与诗情关系的深刻洞

察之表达。 

作为一名以存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船

山并未止于对时代疾疴的反思与洞悉，他对社会

文化有着全局的胸怀和强烈的救世愿望，“匡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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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

责乎”[22](1050)。这种匡世教、救君父、存人道的

淑世情怀让船山对诗寄予厚望。首先，船山所倡

导的诗情与晚明正面歌颂自然情欲、私欲，倡导

人生而有情的“真情”“性灵”有着本质的区别，

“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

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但

言意，则私而已；但言欲，则小而已”[5](325)。诗

之言志达情，应言大欲、达公意，表达天下民众

的共同欲求、社会生民的共同意志，而非一己之

私、一人之欲。其次，他认为诗教是乱世拯救世

道人心的重要方式，“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

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

道于乱世之大权也”[23](479)。又说：“诗之教，导

人于清贞而蠲其顽鄙，施及小人而廉隅未刓，其

亦效矣。”[5](326)他认为诗教可以导人清贞、去人

顽鄙、正人品性，还认为“不善说诗，而率天下

以祸人道也有余”[5](449)。他在诗论中屡屡谈及诗

教，重倡兴观群怨，在《明诗评选》中尤推崇明

初诗人，因“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变之

陋”[7](832)。 

船山并非泛泛重弹传统老调，他切实关注诗

教如何实现，并将诗教落实在诗情的传达上。他

反复论述诗教与诗情的关系：“长言永叹，以写

缠绵悱恻之情，诗本教也”[7](829)；“盖诗之为教，

相求于性情”[6](677)；“情事尽见。闻之者足悟，

言之者无罪，此真诗教也”[6](784)；“《十九首》该

情一切，群、怨俱宜。诗教良然，不以言著。”[6](644)

船山几乎将诗教等同于诗情，明代理学家以政教

阐释诗歌性情的情况较为普遍，但就政教如何实

现来说，除了焦竑与顾宪成重申讽谏传统外，其

他理学家多注重个体情志修养及心性与诗境的

贯通
④
，这种重哲思理趣的提法具有某种形而上

的超越性，似乎唯理学家所可至。船山则将诗教

直接与诗情关联，淡化诗情与个体心性修养的关

系，只强调诗情的雅正风貌与起兴功用，认为诗

情要“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8](893)，要做到

“君子与君子言，情无嫌于相示也；君子与小人

言，非情而无以感之也。……将欲与之言，匡其

情而正之”[5](353)。船山的诗教是以诗情来感化人

心，诗之动人，即是教化的实现。无论是提倡“诗

不关世道，即千万语，皆赘也”[18](93)的理学派，

还是诗歌要“劝谕箴贬，以一归于正”[24](911)的经

世派，以及倡言作诗要“导扬盛美、刺讥当时，

托物连类而见其志”[25](786)的复古派，他们在承

担经世责任、以诗助益教化上，如船山这般具体

到可操作者，鲜矣。船山这种诗教观所体现出来

的普遍性和有效性，表明船山想要给出的是真正

能救世的良方。 

船山的“诗情通于诗教”与冯梦龙的“《六

经》皆以情教”[26](3)有着本质区别。船山对诗情

有其个人化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他对诗歌情感状

态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貌极为看重，而对诗歌传

达的情感志趣则有所宽宥，如他对艳诗表现出了

极大的宽容，认为若“艳诗不失风骨。雅者自雅，

不问题也”[6](808)。他对诗情品性的衡量，看重的

是情感风貌而非诗情类别。鉴于此，他提出“念

深礼谨，洵大雅之章”[14](1273)的诗情理想。“念深”

即诗中之情要真切感人，“引性情以入微”，能够

“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使诗之教化进入

人心，对人的情感有所导向。“礼谨”即诗情之

质与度，诗以达情，非无情不达，亦非无所限度。

他力戒情之浮华与淫溺，说“浪子之情，无当诗

情”[6](753)，对情之贞、淫有泾渭之分，并深恶诗

之高谈无情、啼号饥寒之气。“洵大雅之章”表

明船山对传统诗学理想的回归，“雅”是其论诗

的重要词汇，亦是其评诗的重要标准，其《明诗

评选》以“雅”论诗凡见 87 次，《唐诗评选》凡

见 32 次，《古诗评选》凡见 75 次，远远高出其

他诗评词汇。故船山的诗教重在以诗情化人，他

期望以雅正之情来纠正社会人心的乖戾与浮躁，

这与以往主张诗歌劝诫讽喻及空倡诗教者不同，

船山的诗教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有效性，反映了

国破家亡之际士大夫对诗歌能够发挥的社会效

应所作出的理性思考与价值期许，其中体现出的

伟大而深沉的文化情怀与承平之世的诗论家相

比，自不在同一境界。 

船山将诗情的价值等同于诗教，并以诗情观

政，以诗情来承担反映治世、乱世的安乐与怨怒

之责，将诗教重任落实于诗情之上，以诗情之深、

之雅来保证诗教的有效实现，以期匡正世风，影

响国运。如此一来，诗情既是他现实关怀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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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又是他匡时救弊的途径之一，其诗情已然

在发挥着诗教的功效。他这种将诗情与诗教关联

的思考方式与传统儒者对诗情的态度大为不同，

不仅提升了诗情的价值，更扩展了诗教的内涵，

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文艺观念。 

 

三、诗道之悟：诗以达情的诗道 
特质 

 

船山的诗情论除了以其哲学思想为理论基

础，以明末社会现状为生发之源外，易代兴亡的

生命体验及诗艺体味促成的诗道之悟则是其诗

情建立的内在动力。 

崇祯十七年(1644)，船山父子三人百死千难，

终于逃过农民军的劫难，却又闻得庄烈帝殉国，

年仅 26 岁的他又接连遭遇骨肉亲人相继离世，

国破家亡的激变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与沉痛

的伤害，他涕泣数日不食，并作《悲愤诗》。往

后在抗清、流亡与退隐中，又不断加强了其情感

上的失望与哀痛，短短几十年的人生，他的精神

厚度、情感浓度与生命体验的深度已胜过百年承

平。故此，他对悲伤之情有着独特的体验与思考，

在《读大学大全说》中，与朱子辩心体境界时，

其言：“即忿懥等之‘不得其正’者，岂无事无

物时，常怀着忿惧乐患之心？天下乃无此

人。……忧宗国之沦亡，覆败无形，而耿耿不寐，

亦何妨于正哉？”[2](422)他认为若心中常怀忿懥忧

患之情，并非表明此人心体不正，在日常生活中，

原不存在心中无忿懥忧患之人，若因宗国沦亡、

江山覆灭而日夜不安、耿耿不寐，依然不妨碍其

心体之正。船山看似在与朱子辨析理学心性问

题，其背后却蕴含着他切身的情感体悟。他将忧

患恐惧、忧国忧民之情纳入理性境界的思考，并

提升至哲学高度，可知他对人的情感尤其是人的

家国兴亡之情有着深度的哲学思考。此外，他时

常直言自己的悲伤，如“‘人莫悲于心死，而身

死次之。’魂棲于阴，魄荡其守，高天不能为之

居，杲日不能为之照，呼吁沉浮而大命去之。……

如蛛丝之萦蝉翼，勇迈以胜之而不克，清涤以离

之而不能，而天下之不婴者鲜矣。……则心死而

身亟随之，何所容其幸免哉”[5](459−460)。再如“物

必有不可复阳者，而况仆乎？颓然任之而

已。……数年来俱以一泪而绝。近则两耳皆聩，

杜鹃啼屋后树，亦不复闻”[7](873)。他毫不掩饰自

己的悲凉与哀痛之情，并对个体命运产生了深刻

的幻灭感，可见家国兴亡的悲情，在船山生命体

验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 

船山在读诗、评诗中对诗情亦深有体会。在

面对古今诗人诗作时，他常常在具有悲剧色彩的

诗人或悲伤的诗歌中产生情感共鸣，这种情感取

向多半与其自身的体验相关。如评刘琨：“无限

伤心刺目，……乃使古今怀抱，同入英雄泪

底。”[6](598)船山对刘琨饱含相惜之情，自为墓志

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20](228)

刘琨曾积极筹划北伐中原，志枭逆虏，然事功未

成，卒至于败。船山也曾起义衡阳，不久即败；

也曾仕事永历，志于恢复，却陷入党争，险些丧

命。其“千古英雄无死处，酒徒高唱感夷

门”[27](297)的心迹与刘琨的忠义与孤愤何其相

似。报国无门的无奈，只剩下泪尽英雄气的悲凉。

又如评庾信“泪尽，血尽，唯有荒荒泯泯之魂，

随晓风残月而已”[6](561)。船山多次表现出对庾信

的偏爱，如“庾信江南老自哀”[27](619)、“庾信

长哀江南春”[27](578)、“凄凉庾信江南赋”[28](774)。

庾信由南入北，先后侍萧梁、西魏，后又亲历梁

亡魏灭，国破家亡之情与船山相通，与其说“荒

荒泯泯之魂”是在说庾信，不如说是借庾信之酒

杯，浇自己之块垒。再如评杜牧《闻庆州赵纵使

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此等题，于‘丹心’‘碧

血’‘日月’‘山河’‘哀草’‘夕阳’外，自

有无限”[8](1128)。船山有《南窗漫记》，专录早岁

与各先生士友往来唱和的残诗碎句，而他们多于

国破城陷之时愤世而死，船山大概由此诗忆起故

友，感其丹心碧血之情，悲其香零玉碎之境。再

如评唐末郑遨《山居三首》“三首一百二十字，

字字是泪，却一倍说得闲旷和怡，故曰诗可以

怨。……丈夫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

年、三旬九食耶？”[8](1044)郑遨乃唐末隐士，感

于天下大乱，入山修道，数次辞诏于五代统治者，

诗中有“祭庙人来说，中原正乱离”，描写唐末

五代天下板荡的情形，其境况与体验，大概引起

了船山的共鸣。船山太易为悲情所动，他评诗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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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言及“悲凉生动”“悲思无限”“悲凉有

体”“大雅之哀”“府悲神旷”“悲乃以

至”“悲不以泪”“荡魄伤魂”“悲江左无人，

中原沦陷”，此种悲情之语在其诗论中甚多。他

曾自言“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27](817)，可

见，怀着国土沦亡之情在山中漫长的孤寂时光

中，他通过读诗、评诗，切身体验到了古今无数

悲苦心灵的痛苦与悲愤。相似的境遇，相同的心

境，在诗中，他恢复了这些历史人物鲜活真实的

情感面貌，而他们也抚慰了船山，治疗了他的情

感创伤，还为他抒发自己明社丘墟、世教陵夷的

悲愤之情提供了艺术表达的摹本。 

在强烈的情感诉求中，船山在诗歌创作上亦

投注了不少心力，他也由此深诣诗道三昧。他十

六岁始学诗，一生不废吟咏，四十三岁时，他对

诗歌艺术已颇有领会，其论诗言：“有时寂寞坠

闲云，忽尔如惊舞鹤群。陆海潘江皆锦浪，易奇

诗正各丹坟。无劳粉本摹春雪，一尽零香酿夕醺。

肉眼不知看活色，寻苔捕草漫纷纭。”[27](570)他在

诗思、诗歌风格及诗材选取上均为深谙诗道者。

他曾自述学诗历程，“余年十六，始从里中知四

声者问韵”，中经乡人、叔父、复古派、竟陵派，

最终尽去所学，至五十一岁自悟诗道，“乃念去

古今而传已意”[27](681)。六十三岁，在《广哀诗》

序中，其言：“夫之自弱冠幸不为人厌捐，出入

丧乱中，亦不知何以独存。……德业、文章、志

行，自有等衰，非愚陋所敢定。抑此但述哀

情，……杜陵《八哀诗》，窃尝病其破苏李陶谢

之体，今乃知悲吟不暇为工，有如此者。”[27](459)

在历经半生丧乱，体验过深广的哀情后，他不仅

深刻理解了杜甫的《八哀诗》，更体味到“悲吟

不暇为工”的情感抒发即使突破温柔敦厚的平和

之度，亦不失为风貌动人的诗歌精品。可见赋诗、

悟诗贯穿于船山的一生，而随着情感体验的加

深，他对诗道的体悟亦日臻完善，“去古今而传

已意”的开悟之言乃是个人的生命体验转为对诗

歌艺术体认的呈现。 

他的诗歌创作也体现出他对诗道的体悟。在

《续落花诗》序中，他说：“拾意言以缀余，缓

闲愁之屡亘。夫续其赘矣，赘者放言者也。意往

不禁，言来不御，闲或无托，愁亦有云，是以多

形似之言，归于放而已矣。”[27](569)其赋《续落花

诗》志在拾意放言来缓解连绵不绝的闲愁，实际

上该组诗以落花寓亡国之思，而非一般闲愁。在

《广落花诗》序中，他说：“迹所本无，情所得

有，斯可广焉。……荣悴存乎迹，今昔存乎情。

广落花者，言情之都也，况如江文通所云‘仆本

恨人’者哉！”[27](574)言明其《广落花诗》志在言

情，所言者即兴亡之感、故国遗恨、今昔之悲、

人世幻灭，此类情感深埋于心，不可不广。船山

对“广”似格外钟情，除了《广落花诗》，尚有

《广哀诗》《广遣兴诗》《诗广传》等，他虽只在

《广落花诗》序中提到“情所得有，斯可广焉”，

但据此亦可推知其“广”即疏泄充溢的情感。结

合船山整体诗歌作品来看，其“拾意”及“传已

意”主要是指传达自己的情感。其情主导着其诗

歌创作，且他能够在情感的调配下自然遣词造

句，实现情感真切流露之目的，故而其诗作多是

“意往不禁，言来不御”的产物，有情之所至、

不得不发的意味。与其他理学家诗作相比，船山

诗歌较少有持敬工夫对情感的节制，也不以传达

德性义理或心性涵养为主，而带有显著的时代苦

难之印记，或言报国之志、倾厦之危，或道隐居

之心、汗青之愿，或表达道丧之痛，或发明贞骨

之志，时而长歌当哭，间或低吟自嘲，展现出来

的精神人格带有易代浓郁的悲情色彩，而其兴亡

之感亦在诗歌创作中得以缓解。同时，其诗也突

破了他在诗论中提倡的节情或和平温厚的诗学

旨趣，呈现出慷慨不平、激越愤懑或忧愁怨抑、

凄切哀鸣的真实情感状况。这说明船山在诗作中

并未完全遵循自己理性思维设定的诗学理想，而

是以情感为导向驭辞立意。故而其诗以达情论不

只是一个理性思考的诗学观念，更是苦难的灵魂

在个体情感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评诗、写诗所形

成的一种对诗歌艺术的内在体认。 

综上所述，诗以达情是船山生命体验和艺术

体悟共同促成的诗学观念。在易代之际，在深悲

巨痛的情感笼罩之中，诗学于他而言，有着疗伤

的作用。他在穷岩荒谷中读诗、评诗、写诗、悟

诗，慰藉经史之外的枯寂时光，诗学支撑起其情

感生命的同时，也促使船山成为伟大的诗人与文

艺家。他以毕生的生命体验为素材，在体悟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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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的基础上，于自身创作实践中深悟诗道，并

由此形成诗以达情这一旨意杳远、寓托深重的诗

学观念。 

 

四、结语 

 

船山的诗情观念，其重要价值首先在于对儒

家文艺观的丰富与拓展。在中国文学史上，儒家

文艺观素以言志载道与美刺教化著称，诗缘情似

为审美文学观的专属，这其实是一种将审美与政

教对立的思维，亦容易将儒家文艺观固化与标签

化。事实上，儒家文艺观并非排斥情，只是其合

法性多建立在先验的“性”之范畴下，概因情感

过于复杂幽微，而文艺又实在化人易深，出于对

社会整体民情世风的考虑，汉唐儒者对诗情十分

慎重，一般不轻言诗缘情。随着宋儒在理学上对

情之探讨的深入，诗道性情则成为儒者论诗的普

遍倾向，然整体上仍保有以“性”定情的伦理或

道德含义。船山亦复如是，他虽倡言诗以达情，

但并未偏离儒者论诗底色，无论伦理之情、道德

之情还是性理之情，均被其诗学所倡导和坚守，

并且他摒弃了阳明心学思潮下的自然任性之情。

但船山论诗情又确实与一般儒者有所不同，他以

情为核心建构了自己的诗学体系，将诗教的实现

落实于诗情之上，在诗论中反复倡导诗以达情，

并以自己的诗歌创作践履之。而其所抒之情又完

全突破了理学家和平温厚的诗歌理想，天地间的

巨大悲伤，生命中的疼痛体验，历史的悲剧，文

明的苦难，这些哀而伤、悲而淫的非伦理、非道

德的个体心灵之情，均被船山囊括于其诗情之

中，在情的厚度与广度上远胜于此前的理学家。

确切言之，船山在坚守儒学价值的前提下，丰富

了诗情含义，强化了其寄托旨意，这无疑扩展了

儒家文艺观的理论内涵，也提高了诗缘情在儒家

文艺中的地位与价值。 

另外，诗以达情的诗学观念，既是船山个人

的，亦是时代的。它不仅体现出一个传统儒者对

诗学本身的思考与领悟，更是一位全力求真的学

者面对现实深入探求的结果。诗缘情产生于审美

语境中，最终在特殊的易代之际被儒家学者接纳

并予以提倡，这表明文学有其时代性，儒家文学

尤其要面对现实。对于经历了易代之痛的遗民来

说，历史的走向、个人的境遇、理性的思索与现

实的困境所造成的情感及思想的激荡与冲突极

难让人持守和平温厚的君子之度，而如船山这般

一腔悲愤、忧思深重甚至偏激过火而毫不掩饰自

己铮铮骨气者，尤其如此。只要敢于直面自己的

思想与情感，在文学这种以人的心灵为书写对象

的艺术形式中，纵情放言，突破和雅温润则是自

然而然的结果。船山诗学让我们感受到他面对自

己的时代曾跃动的情感与精神，而那些深层的思

考、深情的关切与深广的悲愤也都体现在其学术

中，呈现于他的诗学里。他对文学的思考是纷扰

多变的苦难现实激发与促进的结果，他的诗学既

是个人的价值追求与情感寄托，也是时代社会缔

造出的文化成果。 

综上所论，王船山的诗情论统合了其哲学思

想、现实关怀及文艺思考，诗情即天道、世情、

人情，诗以达情，即诗言天道性情、言世道人心、

言人情悲苦，体现了诗学与哲学的互渗，诗道与

世道的互涉，诗艺与人情的互生。他以天情顺性

情，以性情正人情，以人情正诗情，再以诗情匡

世情，构筑起上通天道，下关人心，中连朝政的

诗学拯救体系，实践着他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

对文化所应承担的责任，体现出亡国士大夫的历

史使命感。同时，在国亡世乱的特殊历史语境中，

他以诗学支撑着自己的情感生命，在乱世的悲怆

与历史的苦难中，达到了遗民诗学的顶峰，为传

统文学与文化贡献了重要内容。 

 

注释： 

 

① 21 世纪以来，代表性著作如陶水平《船山诗学研究》(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强调船山诗论是

“中国儒家诗学美学化的最后完成” (第 9 页)，该书以

诗学范畴为纲，重点论述了船山核心诗学观的儒学立场

及其美学化色彩。再如崔海峰《王夫之诗学思想论稿》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年版)，则提出船山

的“政治立场与诗学观念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 6

页)，还认为船山的“诗学不是其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第

16 页)，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再如袁愈宗《王夫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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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传〉诗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

版)，亦以船山诗学范畴为纲，重点阐释其诗学观念的美

学含义。再如刘克稳《王船山诗学内在矛盾性研究》(武

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阐释了船山诗学教化

功能与抒情审美之间的矛盾，认为诗之用在政教，诗之

体却在审美。我们结合萧驰先生的论述(《抒情传统与中

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认为船山的诗学审美理想源自理学，刘氏

的体用矛盾之论有待商榷。还有曾守仁的《王夫之诗学

理论重构》(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1 年版)，该书

在诗学和美学视域下集中阐释相关范畴，揭示船山美

学、诗学思想。目前船山诗学或美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

范畴论，或对其进行美学阐释，或挖掘新的范畴，这种

研究思路实际上与船山自身的学术旨趣已有所偏离。近

来有学者试图改变，如陈勇《王夫之诗学考论》(广西师

范大学 2017 年博士学位论文)以文献学与文学结合的方

法，深入探讨了船山诗学观。又如匡代军《船山情感论

诗学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 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

以文化诗学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认为船山诗学深植于

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不再对船山诗学进行单纯的审美 

研究。 

② 蔡英俊先生曾详细论述过该问题，参见其《比兴、物色

与情景交融》，台北：大安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41—

341 页。 

③ 船山对诗情与世运、国运及士风人心的关系论述较多，

如以诗情观政，其言：“诗之情，几也；诗之才，响也。

因诗以知升降，则其知乱治也早矣。”“诗有际。善言诗

者，言其际也。……治乱之际，诗以占之。”“善诵诗

者，……即其词，审其风，核其政，知其世。”(《诗广

传》卷四，《船山全书》第 3 册，第 479、458、474 页)。

再如对诗情与国运的关系，其言“周以情王，以情

亡”(《诗广传》卷一，《船山全书》第 3 册，第 342 页)，

“情已枯，智已槁而后国家随之”(《诗广传》卷四，《船

山全书》第 3 册，第 475 页)，“以欲为乐，以利为良，

民之不疾入于乱者几何，而奚望其有固情哉？……崇利

以求欲也，不知所止，国之不亡、幸也”(《诗广传》

卷二，《船山全书》第 3 册，第 363—364 页)。可知船

山极为重视民众之情对朝政兴亡的影响，他认识到亡国

不只是政治失误，更是社会普遍情感之失控。对诗情与

世风人心，船山亦有论述：“駤戾之情，迻乎风化，殆

乎无中夏之气，而世变随之矣。”(《诗广传》卷一，《船

山全书》第 3 册，第 303 页)还说：“元、白起，而后

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禂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

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姜斋诗话》

卷二《夕堂永日绪论》，《船山全书》第 15 册，第 841

页)。他认为，元、白之诗，情感表达不正，多闺阁妖

冶之情，蠹祸人心，败坏风俗。又说不肖者言诗赋则“敛

戢其乔野鸷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长，以生事而贼

民”(《宋论》卷四，《船山全书》第 11 册，第 133 页)。 

④ 关于明代理学家以政教论诗的情况，参见刘洋：《从性

情说看明代理学家诗法论的多重向度》，《文学遗产》，

2021 年第 2 期，第 119—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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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untry ruined, Wang Chuanshan, a Confucian master 

at the end of Ming, put forward the view that poetry should express emotions, which highlighted its distinct 

peculiarities in academic theory, the world-saving and poetic logos. As far as the peculiarity of academic 

theory is concerned, the ontology of the view that emotion was the essence of poetry was the application of 

and extension of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his poetics, as his poetics and his Confucian temperament share 

a logical isomorphism, and also manifest expansion and injection of Confucianism in his poetry theory. As 

far as the peculiarity of world-saving is concerned, his love poems involve poetic teaching, and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imes, with the fate of the country and with human nature, hence 

holding a strong value with rational color. He wished, with his “right poetry”, to correct the manners of the 

times and to influence human nature, which reveals his strong realistic concern. As far as the peculiarity of 

poetic logos is concerned, Chuanshan emphasized emotions in poetry, which also expressed his epiphany in 

discovering poetic logos. In such a special life experience of the country ruined, Chuanshan had strong 

appeals to express feelings, persisted in writing poetry all his life, and finally attained the poetic summit. 

Therefore, his theory that poetry conveys emotions manifests the conversion of his emotional trauma into 

poetic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The theory that poetry should express emotions not only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Confucian views on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reflected the stimulating effect of special 

period of history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even culture. 

Key Words: Wang Chuanshan; emotion in poetry; philosophy of Heaven and Logos; realistic concern; 

epiphany of poetic 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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